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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易成本结构度量制度可信度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为例

□樊胜岳 杨觐菲 刘文文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    制度效率一直是制度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可信度理论从制度的功能入手分析制度效
率，是解释制度效率的非常有益的理论创新。但已有可信度的度量方法存在一些缺陷。对此，研究者

提出以交易成本结构来度量制度可信度的方法。通过内生交易成本占交易成本的比重、交易成本占总

成本的比重，构成交易成本结构系数。然后，根据制度可信度和交易成本结构的对应关系，构建制度

可信度评估模型，从而对制度的可信度进行分析。以内蒙古翁牛特旗的生态治理政策为案例，纵向和

横向比较了两项生态治理政策的政策可信度。案例研究表明，本文构建的制度可信度评价模型可行，

不仅可进行制度可信度的时间序列比较，还能对不同制度的可信度进行横向对比，很好地弥补了现有

可信度测量方式的缺陷，为制度可信度的定量评估提供了新的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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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Measurement Based on Structure of
Transaction Costs: A Case Study of Ongniud Banner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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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need  to  assess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remains  a  key  issue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redibility  theory  is  a  useful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at  uses  institutional  function  to  analyze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However,  current  credibility measurement methods have shortcomings.  In this  research,  we develop a
method to measure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based on the transaction cost structure. We use the ratio of 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s  to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ratio  of  transaction  costs  to  total  cost,  to  get  the  transaction  cost
structure coefficient.  Then,  based o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and the transaction cost
structure,  we  develop  a  model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As  a  case  study,  we  provided  a
longitudinal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the  credibility  of  two  ecological  governance  policies  from  Ongniud
Banner  in  Inner  Mongolia.  The  study  shows  that  our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evaluation  model  is  feasible.  The
model  can  compare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over  time,  and  provide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the  credibility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ur  proposed  approach  is  of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avoids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credibility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provides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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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对于制度效率的衡量是个

永恒的主题。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其变迁

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化方式。经济学家科斯曾在

《企业的性质》[1]和《社会成本问题》[2]中指出：

倘若交易是有成本的，则制度就是重要的。制度变

迁的过程，是对制度效率提升的不断追求过程，也

是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如何对于制度的效率

进行测量，证明其有效性，是制度经济学家们一直

探讨的话题。

新制度经济学以产权和交易成本为核心，一直

致力于回答“为何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构

建经济模型的时候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3]。

继科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效率评价，提出科斯中

性定理[1]后，制度被认同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存在的

规章、规则、政策、法律等。Arrow[4]将交易费用

看作经济制度必须的费用，Williamson[5]通过交易

成本界定了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新制度的形成促进

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变迁，制度安排不仅是

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还有助于降低转型费用[6]。诺

斯通过衡量交易成本的大小判断制度的效率，认为

法律健全国家较高的交易费用并不代表制度效率

低[7]。张军从制度变迁角度，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

旨在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8]。林毅夫[9]通过衡

量制度成本和收益来判断制度效率。韦森[10]将制度

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

济增长”，并以此来分析交易成本和制度效率的关

系。在中国农村改革[9，11]和土地制度变迁[12]、企业

产业改革[13~14]等方面，中国学者们给予了广泛的研究。

Peter Ho从可信度角度对制度效率进行度量，
提出制度“可信度”理论（Credibility thesis）[15~18]。

他指出制度是否有效率，可通过可信度测量，而非

传统的产权是否明晰或者形式是否完整。相较于其

他制度理论，可信度理论更加强调制度的功能，并

通过量化指标将制度可信度划分为五个等级进行衡

量。可信度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看上去不

完善甚至产权模糊不清的制度，却一直持续存在且

受到拥护，而一些看起来非常完善的制度，其运行

效果反而不佳的问题，被认为是打开制度黑箱的钥

匙[17]。我们认为，Peter Ho提出的可信度理论是解
释制度效率的非常有益的尝试，但他对可信度的度

量，存在一些缺陷：首先，由于量化分析建立在抽

样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可信度的准确性可能受到抽

样调查样本的制约。其次，制度在运行期间，可信

度会逐年发生变化，调查问卷的调研方法，只能获

得制度运行截面的数据，不能在时间上反映制度可

信度的逐年变化。

为克服以上局限性，本文提出以交易成本结构

来度量政策的可信度，从而度量一项制度的效率。

根据杨小凯[19]对交易成本的划分方式，通过内生交

易成本占交易成本的比重、交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

重，构成交易成本结构系数。然后，根据制度可信

度和交易成本的对应关系，构建制度可信度评估模

型，从而对制度的效率进行分析。通过典型地区的

两种生态治理政策的可信度计算结果显示，该评估

方法可行，且很好地弥补了现有可信度测量方式的

缺陷，从而为制度可信度评估的完善，提供了一种

新的方法。

一、制度可信度、交易成本结构的定义

和计算

（一）制度可信度理论和计算方法

传统理论中，产权清晰且形式完整的制度，才

可以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实际生活中，情况不

仅仅如此。许多形式上并不完整的制度，一直发挥

作用且受到民众拥护，在实际中体现出较好的效

率。这是传统的产权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据此，

Peter Ho[15~18]提出制度“可信度”理论（Credibility
thesis），对制度效率进行探究。

Peter Ho提出的可信度，指当某一制度或产权
安排长期存在，它们必然在社会中起一定的功能，

故社会和经济行动者对制度有一定程度的感知和支

持，并认为其可信。例如中国的家庭土地承包制，

虽然制度形式不完善，但由于农民认为其可信，其

延续几十年，仍然效果良好。Peter Ho认为，制度
是内生的，它的长期存在是由制度功能和社会行动

者期望制度发挥功能所决定的，判断一个制度适用

与否，要通过判定该制度的可信度来衡量，而非产

权是否明晰，或者形式是否完整。在此过程中，社

会行动者处于动态非均衡状态。相比于其他制度理

论，可信度理论更加强调制度的功能，而非制度形

式本身。一个形式不完善甚至模糊不清的制度，可

能因为其功能是有效的，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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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上去形式完善的制度，有可能在执行过程中

因为未实现其功能，不具有可信度。当强势的社会

行动者强制推行与内生功能相违背的制度时，该制

度必然变成不可信的“空制度”[18, 20~21]。可信度理

论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制度，尤其是形式不完整但却

一直存在并功效良好的制度。

Peter Ho提出FAT制度分析框架（Formal，
Actual and Target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通过
社会行动者对制度感知的表述、社会行动者对纠纷

的感知、产权制度结构变迁的3个指标，对制度的

可信度进行定量分析[17]。其中，社会行动者对制度

的感知，从正式产权、实际产权和预计产权3个层
面进行分析；社会行动者对纠纷的感知，通过纠纷

的来源、频率、结果、时间、影响、性质、期间

7个指标衡量；对制度变迁的制度考查（Institutional
Archaeology），可以分析制度变迁的速度。以上
述指标为基础，建立可信度介入检查表（Credibility
scales and intervention （CSI） checklist），将制度
可信度区分为高、较高、中性、较低、低5个等
级，对制度效率进行度量[17]。详见下表1。

可信度理论已被运用于解释中国的家庭土地承

包责任制、城中村、小产权房问题[15~17]，印度的劳

动力案例[17]，印度的水利灌溉问题水资源管理[17]，

土耳其的银行业资本问题[17]，墨西哥公证制度[17]等。

制度的可信度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多个维度进

行分析。可信度的度量，将是可信度理论是否成立

与可行的关键环节。Peter Ho[15, 17]提出了上述可信

度的定量评价指标，但这些指标在调查中的解释本

身是一项非常重要并且艰难的事情。而且，直接询

问受访者认为某个制度是否可信，其客观性和准确

性也容易受到质疑。另外，制度在运行期间的可信

度是不断变化的，这种调查方法只能获得一个时间

截面的数据，无法对于可信度变化给出回答。所以

对于可信度的衡量，需要有更规范的量化指标，才

可以客观地衡量可信度，从而对制度的效率给出

评价。

（二）制度的交易成本结构

1. 交易成本的定义与计算
交易成本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科

斯明确指出交易成本是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

契约的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

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1~2]。此后，许多文献对交

易成本进行了广泛的定义。阿罗[4]将交易费用定义

为“经济系统的运行费用”。德姆塞茨[23]认为交易

费用是交换所有权的成本。诺斯[24]将交易费用定义

为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成本。威廉姆森

认为交易费用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中的摩擦

力[25]。我们认同如下定义：交易成本是用于定义、

建立、维护和转让产权的资源成本[26]。从一定程度

上说，交易成本影响了市场中生产和提供的商品以

及服务的数量、类型。

对于交易成本的构成，Williamson[25]从契约角

度出发，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前的”“事中的”和

“事后的”。事前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

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事中交易成本包括双方

调整适应的谈判成本、建构和营运的成本、为解决

双方纠纷而设置的相关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包括监

督交易进行的成本和违约成本等。McCann等 [26 ]

构建了用于测量交易费用的广泛框架，将交易成本

分为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究，政策制定，政策设

计和实行，支撑和管理，签订合同，监督执行，起

诉等环节，强调对制度的所有阶段测算才能得到完

整的效率分析。张五常认为交易费用包括信息费

用、谈判费用、起草和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

施产权的费用、监督管理的费用和改变制度安排的

费用，即一系列的制度成本[27]。

交易成本理论正被逐步运用于制度分析的多个

方面，在生态和环境领域，Colby[28]研究了从农用

水资源向其他用途转移时政策引致的交易成本，

Soloman[29]探讨了交易成本在可交易的排污权运行

中的作用和环境保护中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

McCann和Easter[30]探究了密苏里河非点源污染控制

项目中四种不同政策的交易成本，杜威漩[31]从交易

成本角度探讨了农业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创新，沈满

表 1    可信度介入检查表（Credibility scales and intervention （CSI） checklist）

制度可信度等级 Credibility level/trend 制度介入 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 制度预期结果 Desired effect

高High 允许Condoning 维持现状Accepting praxis by non-intervention

较高Medium high 吸纳Co-opting 现状正式化Formalizing what is done

中Neutral 促进Facilitating 扶持应当的行为Supporting what needs to be done

较低Medium low 禁止Prohibiting 禁止不应当的行为Dictating what shall not be done

低Low 责令Ordaining 责令必须整改项Commanding what must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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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32]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中国水权交易制度设

计。邱晓兰等[33]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中国的林业

产权制度。

生态环境政策执行时涉及多重行为主体，故其

交易成本的具体测算各不相同。考虑到生态治理政

策的计划与实施边界清晰，根据Williamson[25]的框

架，提出以下交易成本的构成指标与计算模型（表2）:

设交易成本为TRC，则：

TRC=
T∑
t=1
(1+β) t (C1t+C2t+C3t+C4t+C5t) (1) 

其中β为贴现率；T为生态政策实施的时段。
2. 交易成本结构系数
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杨小凯[19]将交易成本

划分为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外生交易成

本是交易决策前可预测到的、在交易过程中实际发

生的各种直接或间接费用。内生交易成本是由于交

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引起的经济损失，即由于

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者违背合约，造成现实均衡

偏离帕累托理想均衡的成本[19, 34]。

内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存在替代关系[35]。

人们可以通过增加搜寻信息、签订合同、运营合同

等费用来减少内生交易成本。但由于内生交易成本

的特殊性，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政府雇佣专人对

违约行为进行监督处罚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增加外

生交易成本，也无法大幅度降低内生交易成本。换

言之，内生交易成本具有刚性。所以，在政策的实

施过程中，内生交易成本处于主导地位。内生交易

成本占交易成本的比重，可以作为政策可信度评价

的一个重要指标。

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成本看作制度成本的一

种，并以交易成本作为制度效率的衡量标准。林毅

夫[9]认为，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

计算。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

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反之，当

制度所能提供的服务既定的情况下，生产和交易费

用越低的制度越为有效。制度变迁的目的是为了提

高效率。制度在变迁的过程中，会朝着交易费用降

低的趋势发展。所以，交易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与

制度效率存在着必然联系。

根据以上分析，交易成本结构指数的构成应包

含以下两部分：交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内生交

易成本占交易成本的比重。这两部分的加权平均

值，即为交易成本结构系数。以TRC表示交易成
本，以ENTRC表示内生交易成本，以TOTCOST表
示总成本，STINDEX表示交易成本结构系数，a，
b分别为权重值，则有：

STINDEX = a
ENTRC

TRC
+ b

TRC
TOTCOST (2) 

（三）用成本结构系数度量可信度

1. 成本结构系数与可信度的关系
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制度向着降

低成本的方向发展，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效

率的提高。科斯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1]，将旧制度

经济学中无摩擦的理想世界变成了有摩擦的现实世

界。威廉姆森[25]将交易比喻为物理摩擦，交易费用

则为经济活动中的摩擦成本。信息不完全、信息不

对称和机会主义是影响内生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

有限理性和利己主义会导致机会主义风险，造成监

督费用上升，从而交易费用增加。

在交易成本结构系数的构成中，TRC/TOTCOST
反映了制度执行中交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它是

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摩擦力大小的直接体现。其比值

越小，说明摩擦力越小，制度的效率越高。ENTRC/
TRC反映了内生交易成本占交易成本的比重。它是
制度参与者对于制度的参与意愿和信任程度的直接

表达。它的比值越小，说明制度执行过程中人们的

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越低，制度的可信度越高。

表 2    生态治理政策的交易成本的构成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参数 指标计算方法

搜寻信息成本（C1）

生态建设工程项目规划费用（C11）

C1 =
5∑

i=1
C1i

项目可行性论证费用（C12）

报请审批费用（C13）

项目分解和布置费用（C14）

项目宣传费用（C15）

签订合约的成本
（C2）

前往项目实施区的出差费用（C21）

C2 =
5∑

i=1
C2i

合同书的印刷费用（C22）

土地面积丈量费用（C23）

农户宣传费用（C24）

合同签订费用（C25）

建设及营运的环境保
障成本（C3）

中央政府组织实施费用（C31）

C3 =
4∑

i=1
C4i

省级政府组织实施费用（C32）

县级政府的实施费用（C33）

营运环境的保障费用（C34）

监督违约成本（C4）

省级项目验收成本（C41）

C4 =
5∑

i=1
C4i

县级监测监督费用（C42）

乡级项目督查费用（C43）

专职生态管理员费用（C44）

发现违约费用（C45）

违约后寻求赔偿成本
（C5）

违约处罚费用（C51） C5=C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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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二项比值取加权平均值得到交易成本结构系

数，客观地反映了制度在民众心中的可信度，同时

也反映了制度运行的效率。可见，Peter Ho提出的
制度可信度测量，可以与交易成本结构系数建立起

理论和计算上的联系。

2. 可信度指数及其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交易成本结构系数反映了制

度的可信度，且值域为（0，1）。根据Peter Ho[15, 17~18]

的制度可信度理论，可信度反映了制度的执行效

率，则以交易成本结构系数为基础构建可信度指

数，用来反映制度的可信度和效率变化情况。

如果生产成本用PROCOST表示，Cg，Cf分别

为政府投资额和农户的投入资金，可信度指数用

CINDEX表示。则它们的函数关系如下：
ENTRC = C44+ C45+ C5 (3) 

PRCOST = Cg+ Cf (4) 
TOTCOST = TRC + PRCOST (5) 

CINDEX = 1- STINDEX (6) 
可信度指数与成本结构系数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成本结构系数越高，则可信度指数越小，制度的

可信度越低，执行效率越差。

(2) 式中a，b的大小取决于TRC/TOTCOST
与ENTRC/TRC对于STINDEX贡献度的大小。对于

TRC/TOTCOST比重的测量，在宏观层面，Wallis
和North[36]在研究中首次对交易费用进行测度。他

们将整个经济部门化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交

易费用来源于两部门的交易费用之和，而交易部门

的交易费用以该部门所利用的资源的总价值来表

示，转换部门的交易费用以该部门从事交易服务的

职员人数和薪水的乘积来计算。最终他们计算出美

国的交易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70年的
24.9%~26%增加到1970年的46.66%~54.71%.
Wallis和North提出的方法随后在交易费用的测度上
被广泛使用。在微观层面，McCann和Easter[37]利用

国家资源保护服务部门所收集的数据，对减少非点

源污染政策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其交

易费用占总资源保护成本的38%。
对于ENTRC/TRC，则较少研究。根据笔者对

于生态建设项目的大量调查，其最大值小于90%。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分别确定(2)式中a，b的

权重值分别为：a=0.7，b=0.3.
（四）制度可信度的等级划分

可信度指数直观地反映了一项制度的受信任程

度。根据可信度指数的大小，结合Peter Ho在可信
度介入检查表中对于制度可信度等级的划分，得到

制度可信度等级的量化划分标准，详见表3.

二、典型地区生态治理政策可信度分析

由于制度类型多种多样，其内涵和外延各不相

同，故用交易成本结构衡量制度可信度的计算方法

也各有不同。由于生态治理政策是政府执行的公共

政策，在执行时段、覆盖范围、参与对象、实施方

式、资金投入等方面比较明确，我们以典型地区的

生态治理政策来进行可信度分析。翁牛特旗为内蒙

古自治区较为典型的半农半牧区，实施生态治理政

策近20年，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一）研究区域概况

翁牛特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部，西辽

河上游，科尔沁沙地西端，土地面积为11889 km2。

其中，西部为山区，面积为1747.68 km2，占全旗总

土地面积的14.7%；中部为低山丘陵，面积6110.95 km2，

占全旗总面积的51.4%；东部为平原沙区，面积

4030.37 km2，占全旗总面积的33.9%。土地构成可
概括为“五沙四山一分田”。翁牛特旗自然条件复

杂多样，是干旱半干旱的半农半牧区，也是内蒙古

自治区33个牧业旗之一，下辖8镇、1乡、3苏木，
以及5个国营农牧场。全旗现有耕地面积20.93万
hm2，林地34.07万hm2，天然草牧场50.33万hm2。

2016年，总人口48.6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为154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87元，农牧民人
均纯收入8680元。
（二）实施的生态治理政策

21世纪以来，翁牛特旗实施了草原禁牧、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小流域治理等多项生态治理政

策。在此，仅以草原禁牧、退耕还林两项政策为重

点研究对象，对其可信度及其变化进行计算。

1. 草原禁牧
该政策从2002年开始实施。为兼顾草原畜牧业

表 3    制度可信度的等级划分标准

可信度指数 0.0000~0.2000 0.2001~0.4000 0.4001~0.6000 0.6001~0.8000 0.8001~1.0000

等级 低 较低 中 较高 高

制度效率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制度介入 责令 禁止 促进 吸纳 允许

第 20 卷 樊胜岳，等：以交易成本结构度量制度可信度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为例 · 79 ·

万方数据



发展和草原生态环境维护，翁牛特旗农区9个镇、乡
实行全年禁牧，牧区3个苏木从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实行季节性禁牧。2016年，全旗禁牧面积40.90万hm2、

草畜平衡面积29.57万hm2。禁牧制度坚持生态优

先，政府引导，以牧民为主体，禁牧责任到户。

随着国家草原奖励补偿政策的实施，2011年，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在内蒙古自治区全面落

实，自治区禁牧补助标准为90元/hm2，休牧标准为

22.5元/hm2。翁牛特旗从2011年开始实施生态补偿
政策，对于全年禁牧的补偿标准为90元/hm2，季节

性禁牧的补偿标准22.5元/hm2。牧民不仅是草原保

护的责任主体，也是受益主体。同时，翁牛特旗聘

用草原管护员对生态治理过程进行监督，标准为

4000元/人/年。
2. 退耕还林
自2000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生态治理工程，一

期工程为2000～2010年。2000年，翁牛特旗首先在
国有林场进行退耕还林工程试点，并于2001年全面
推行。根据因地制宜原则，退耕后栽种以灌木和多

年生牧草为主的水土保持林。2001～2010年期间共
退耕造林2.3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2.84万公顷。

为保障退耕还林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国家采

用以粮代赈的方法，向退耕户提供粮食、现金补

贴。翁牛特旗实行国家统一的补贴标准：每亩补助

粮食100 kg（1亩=1/15公顷），粮食按1.4元/kg，折
合人民币140元，另加现金补助20元/亩，总计现金
补贴为160元/亩/年。2011年实行新的退耕还林补偿

标准：每亩原退耕地粮食折现补助70元/年，加每
亩退耕地生活补助20元 /年，年现金补贴额降为
90元/亩/年。根据国家规定，生态林和经济林的补
贴标准差异较大。生态林周期为16年，前8年标准
为2400元/公顷/年，后8年标准为1350元/公顷/年；
经济林周期为10年，前5年标准为75元/公顷/年，后
5年标准为1350元/公顷/年。翁牛特旗绝大部分退耕
还林为生态林。

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通过调研取得。调研工作根据不

同生态治理项目类型划区域开展，于2016年6月开
始，历时近一个月。调查单位包括林业局、森林公

安、统计局、发展与改革局、农畜牧局、草原禁牧

大队等单位。同时，进行了相应的农户入户访谈，

以得到更直观的政策效果概况。由于各项政策的实

施时间各不相同，故收集草场禁牧政策2002～
2015年共计14年数据，以及退耕还林政策2000～2015
年共计16年数据。此外，还有部分数据来自翁牛特
旗政府网站、网络新闻和其他学术论文。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1. 草原禁牧
将翁牛特旗的草场禁牧相关数据，依次代入公

式(1)~(6)，得到从2002～2015年期间禁牧政策的交
易成本结构系数和可信度指数，发现政策效果差强

人意。从图2中可以看到，在2002～2015年间，可
信度指数在0.3293~0.3971之间不断波动，2002年的
可信度值为0.3757，然后逐年下降，2007年达到最
低值0.3293，其后逐年上涨，并于2014年达到最高
值0.3971。根据表2对于可信度的划分标准，草原
禁牧政策在全部实施区间的可信度都为较差水平。

可信度变动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政府强烈地推动和处罚措施。禁牧政策由

于没有生态补偿，开始实施的难度很大，政府只能

通过强制方式实施禁牧，县级各政府部门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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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翁牛特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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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草原禁牧政策的成本结构和可信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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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人左右与乡级全体干部800余人一起组成工作
组，参与禁牧政策实施。政府为了禁牧，编织了一

张包括禁牧队、草原警察和驻村干部等在内的监管

网络，并为禁牧队配备了必需的交通、通讯设备，

采取高频率实地踏勘的方式进行监管，禁牧人员不

分白天黑夜轮流值班。在禁牧政策实施的2002～
2005年，由于政府的强力监管，投入大量的行政成
本，农民偷牧行为比较收敛。然而，由于禁牧政策

实施后，农户由放牧改为舍饲必然增加圈栏建设和

饲料投入，这些投资政府没有补贴，所有的支出均

由农户承担，严重影响了农户对于禁牧政策的执行

积极性。同时，成本增加意味着在原有生活结构

下，农户净收入的减少，农户在内心对于禁牧政策

是抵触的。由图2中可以看出，2010年前，政策可
信度指数反复波动，共计9年的可信度指数都低于
均值0.3757以下，反映出农牧民对于禁牧政策的不
信任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

等，都会破坏禁牧制度的有效执行。由于禁牧区域

广泛，禁牧大队并不能对偷牧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

监管，造成牧民偷牧后被处罚的风险小、金额少。

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权衡机会成本后，因此牧

民的偷牧行为频繁发生。偷牧牧民和禁牧大队的反复

博弈，造成禁牧政策的内生交易成本比重偏高[38~39]。

这体现在ENTRC/TRC均值的比较上，2002～
2010年的均值为0.8336，高于2011～2015年为
0.8041的均值。

二是2011年开始执行的草原奖励补偿政策。草
原奖励补偿降低了农牧民的养殖成本，从而也减小

了农牧民偷牧的概率，从图2可以看出，ENTRC/
TRC和TRC/TOTCOST都有所降低，可信度指数有
所提高。2002～2010年可信度指数均值为0.3460，
低于2011～2015年0.3779的均值。这也说明了禁牧
补贴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制度摩擦，提

高了禁牧政策的执行效率。2011年的禁牧补贴政策
实施后，政策可信度指数持续稳步上涨的结论，与

《落实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的思考》[40]中，农

户对草原禁牧政策的信任度调查一致。

2. 退耕还林
将翁牛特旗的退耕还林相关数据，依次代入公

式(1)~(6)，可以得到从2000～2015年的退耕还林政
策的交易成本结构指数和可信度指数。根据表2对
于可信度的划分标准，退耕还林政策2 0 0 0～
2015年的可信度值均大于0.8，处于很好的水平。

从图3中可以看到，从2000～2010年间，可信
度指数一直维持在0.92以上的高水平，但2010年是

个拐点，至2011～2015年可信度指数在0.8288~
0.8290之间，较2010年前小幅下降。2011年退耕还
林一期工程结束之后，搜寻成本和合同签约成本不

存在，退耕还林的主要任务是对成林的抚育，农户

得到的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资金大幅度下降，仅为

2010年前的56%左右，农民退耕的积极性下降。为
了防止农民把退耕地重新种植而增加的树林维护成

本提高，导致ENTRC/TRC由2000～2010年的
0.0774，升高到2011～2015年的0.2190，增加了
1.829倍。与此同时，随着退耕还林项目进入第二
期，政府投入和农户投入的剧减，导致生产成本大

幅降低，而维护退耕地的费用并没有减少，导致

TRC/TRCOST由2000～2010年的0.0264，升高到
2011～2015年的0.0892，增加了2.3734倍。此两项
数值的同时升高，致使交易成本结构系数变大，可

信度指数下降，政策的执行效率降低。而维持较高

可信度指数的2000～2010年度区间，正好是翁牛特
旗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一期工程阶段。总体说来，

该地区的退耕还林政策，可信度高，执行效率高。

这样与已有研究成果显示的民众对于退耕还林政策

推动了农村增收和非农业就业，农民对这个政策信

任度很高的结论相符[41~43]。

三、结论和讨论

可信度的高低决定了一项制度是否有效。我们

构建了以交易成本结构为基础的可信度评估体系，

对翁牛特旗已经实施的草场禁牧和退耕还林政策进

行了可信度计算。禁牧政策在2002～2015年的可信
度指数均值为0.3574，处于较差级别。退耕还林政
策2002～2015年的可信度指数均值0.9010，处于很
好水平。退耕还林政策的可信度指数均值远高于草

场禁牧政策，制度效率也高于禁牧政策，这与政策

的实际执行效果也是相符的。在草场禁牧政策的实

施阶段中，2010年后可信度指数的上升，也正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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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结构和可信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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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禁牧补贴政策受到牧民信任的程度提高。

通过理论分析和典型地区案例计算可知，我们

提出的以交易成本结构为基础建立的可信度评估体

系是可行的。它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较好地解决了

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较好地解决了生态治理政策

的可信度在不同年份难以比较的问题。现有的可信

度测量指标不具有连续性，不能持续地对一项生态

治理政策的可信度进行监测分析。本文提出的可信

度衡量体系，可以有效克服这个缺点，观测一段时

期内政策的可信度变化情况。第二，较好地解决了

不同生态治理政策可信度难以横向比较的问题。现

有的可信度分析，由于可信度调查具有随机性和主

观性，生态治理政策难以进行横向比较，本文设计

的可信度度量体系，对可信度进行了定量分析，从

而不同生态治理政策的可信度可以进行直观科学的

比较。第三，通过对可信度指数内部的交易成本结

构变化分析，可以较好地发现制度中的要素改变、

制度执行过程中政府和农户的协调程度等结构因素

对可信度的影响，为发现制度的效率损失，改善绩

效治理提供了依据。

以交易成本结构为基础的可信度指数分析，为

制度的可信度度量提供了一种直观而科学的测算方

法。当然，有些制度边界不够清晰，执行过程中的

时间和空间都不太确定，这在具体分析度量时需要

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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